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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主政西南期间几个突出的
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阎建琪　杨明伟

[摘　要]主政西南期间，面对极端复杂的局面，邓小平提出和运用了一系列重要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一是

把依靠谁的问题当作我们党执政的“一个根本的思想问题”，提出必须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和夯实农民基础的

观点和办法；二是将群众路线视为做好工作的唯一正确的方法，着力解决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关门主义等

问题；三是充分运用人民代表会议和协商办法联系群众和解决问题，集中全体人民智慧；四是强调做工作不

能只凭热情和勇敢，还要有智慧、策略和方法，抓住主要矛盾，用道理说服人；五是坚决反对一系列脱离群众

的作风。邓小平这些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是我们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对于当下推

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要启示和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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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百多年伟大历史进程中，我们党从

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不断探索并总结提炼出

一系列作为工作遵循和方法论结晶的成熟领

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这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人

民群众一路走来、克服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

的重要保障，也是我们党推动中国革命、建

设、改革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领

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好，就能妥善解决问题；

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不好，就不能解决问题

甚至会出乱子。

     作者：阎建琪，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委委员、秘书长、研究员；杨明伟，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对外合作交流局局
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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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前夕和初期，邓小平担任中

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

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等职务。在西南工

作近 3年时间里，邓小平留下 300多篇文稿和

600 多封电报（包括联名）。从 1949 年 9 月至

1952 年 8 月邓小平主政西南期间有关西南工

作的文章、报告、讲话、电报、批示、书信、题词

等文稿可以清晰看出，邓小平为建立和巩固

新中国人民政权、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

重任，在军事斗争、政权建设、经济恢复、社会

改造、民主改革、文化建设、统战工作、民族工

作、和平解放西藏、党和军队建设等方面具有

重要建树，同时在主持极端复杂地区党的工

作中提出和运用了一系列重要的领导方法和

工作方法。

一、依靠谁的问题“不是空洞的，

而是实际的”

我们党能不能做好工作，关键看依靠谁去

做，因此在指导思想上必须明确“依靠谁、团结

谁”这个根本问题。邓小平认为，必须紧紧依

靠工人阶级，并广泛团结农民阶级和其他各阶

层人士，这是涉及到我们党全国执政的“一个

根本的思想问题”。[1](p.52)

首先，必须紧紧依靠工人阶级,“不依靠工

人就无法搞好工业生产，就不可能发展到社

会主义”。 [1](p.290)新中国的成立意味着中国共

产党在全国执政，其中管理城市和接管工厂

是一大考验，而且在西南地区特别突出。面

对大批干部进城接管工厂所面临的难题，邓

小平明确提出：“没有工人群众，我们工作是

做不好的。如果我们不去依靠工人阶级，那

就是一个根本的思想问题。”[1](p.52)那么，如何依

靠工人阶级呢？邓小平提出四条办法或四个

步骤：一是“依靠工人阶级必须成为党的指导

思想，必须贯彻到各个部门中去”；二是“必须

从思想上认识工人阶级的作用，不依靠工人

阶级就无法搞好工业生产，就不可能发展到

社会主义”；三是“必须把工人的最大多数组

织到工会中去”，“忽视工会工作，就谈不上依

靠工人阶级”；四是从政治上、文化上、生活和

福利上关心工人阶级，不要忽略有利于工人

的“小事”。 [1](p.290)在依靠工人阶级方面，邓小

平还特别重视工会在城市工作中的作用。他

说：“在工厂中党委要领导工人，主要是依靠

工会。”“我们的口号是依靠工人阶级，具体内

容就是依靠工人团结职员。工会就是实现依

靠工人团结职员的组织。工人是经过工会来

管理工厂，在私营工厂中工会代表工人与资

方协商，所以必须加强工会工作。我们在工

厂的党和行政领导必须了解这一点，依靠工

人阶级不是空洞的，而是实际的。”[1](p.362)

其次，必须进一步夯实农民基础，“农民是

人民政府最广大和最可靠的基础”。[1](p.218)西南

解放后，农村工作先是发动群众征粮剿匪、减

租减息，接着搞土地改革。这些任务一个接着

一个，开展起来很困难又很繁重，而且一开展

起来，我们党就面对着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

与这些势力作斗争没有农民的支持是不行的。

邓小平认为，在农村的反封建斗争中，团结依

靠大多数贫苦农民是取得胜利的关键。他鲜

明指出：“毫无疑问，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是

人民政府最广大和最可靠的基础，人民政府离

开了最广大和最可靠的基础，革命胜利就好似

建立在沙滩上，是会垮台的。”[1](p.218)依靠农民就

必须帮助农民解决他们自身的困难，因此他提

出：“坚决地支持农民的合理要求。我们对于

这一点不能有任何动摇和犹豫。因为这是我

们的依靠问题，基础问题，能不能存在的问

题。”[1](p.218)邓小平还强调，在土地改革运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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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时候都要依靠群众组织力量，依靠贫雇

农，坚固地团结中农，并在群众觉悟的基础上

去完成任务”。[1](p.333)

邓小平认为，在指导思想和具体措施上

紧紧抓住工人和农民这两大阶级，新生的人

民政权就有了最根本的力量和最广大、最可

靠的基础。

二、“做好工作的唯一正确的

办法就是走群众路线”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

旨；始终能够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区别于

其他一切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群众路线，是

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一切工作

走群众路线，这是由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宗旨决定的。

西南地区是我国最后获得解放的地区，

也是阶级矛盾、社会矛盾以及民族关系异常

复杂的地区。邓小平在给中央的报告和多次

会议讲话中强调，“西南问题至为复杂”，而我

们党的干部“人少事多”，“大家忙得气都喘不

过来”。譬如，仅解决吃饭问题一项，西南局

就要考虑七千多万人口、九十万在解放西南

作战中起义、投诚与俘虏的国民党军队以及

现有的六十万人部队的生存问题。在这种异

常繁重的工作状态下如何做好工作？这是摆

在邓小平和西南局领导层面前的一个严峻的

课题。邓小平破题的主要办法就是强调走群

众路线。

恰恰在这个时候，西南局的一些干部未能

及时适应建设时期的环境转变，在工作中出现

了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关门主义等问题。这

些问题不解决，势必严重脱离人民群众，影响

我们党的执政根基。为此，邓小平强调：“一些

同志在胜利面前骄傲起来，自以为经验很多，

遇事不考察实际，不同群众商量，坐在上面发

号施令，因而犯错误，碰钉子。”[1](pp.416-417)他明确

提出：须知，做好工作的“唯一正确的办法是走

群众路线”。[1](p.399)

1951年 7月 1日，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成

立 30 周年之际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其中特别

通过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告诫西南局的党员干

部：“如果党员站在群众之外，或站在群众之

上，企图以命令来指挥群众，那么，党绝不可

能有今天的胜利。”“我们如果团结了群众，又

领导了群众，那么我们就能永远和群众一起

前进。”[1](p.399)

在西南工作期间，邓小平强调：“在新区

最怕脱离群众，以统治者自居。”“我们党是依

靠劳动人民，替劳动人民谋幸福的。”“联系群

众是我党的生命。”“党与群众永远保持着最

密切的联系，是中国人民事业的保证和取之

不尽、用之不竭的革命生命的源泉。”“中国共

产党必须经常警戒自己脱离人民群众的危险

性。”[1](p.397)他认为，一切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和

经验主义的错误都是在脱离实际、脱离群众

时发生的。一旦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我们党

就会丧失力量和生命的源泉，各项工作就不

可能有效地前进，“就一定要失败，就会被人

民抛弃”。[2](p.368)

走群众路线、做群众工作，也要讲究领导

艺术和工作方法。在这方面，邓小平特别要求

西南局的干部要在工作中善于联系群众、善于

团结大多数。要团结大多数，就必须团结好

“中间群众”。邓小平清醒地看到，群众的思想

觉悟总会有先进、中间、落后的认识层次之分，

为此他提出，走群众路线、联系群众最关键的

一环是要善于团结中间群众。以解决西南地

区学校教育问题为例，邓小平反复向有关部门

阐述要团结中间群众的道理。他说：“学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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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困难在于教育改革，不在于经费。最大的

问题是方针，而方针在于能不能团结教育界，

发挥他们的积极性。”“我们工作要避免单纯地

抓住少数积极分子，却丢掉了多数人，脱离了

广大中间群众。”“解放以后很需要有本事能为

国家建设做事的人，仅有民主教授就不够了。

今后为国家建设服务要靠学本事，因此要解决

学校问题，关键在于能否团结大量有学问有能

力的教授，这是检查工作的标准。”“学校教育

要改革，要闻要问是解决问题的基础，解决问

题的关键又在于团结中间群众。”[1](pp.324-325)根据

邓小平提出的以“中间群众”作为关键和突破

口的办法，西南的学校教育改革问题很快就理

出了头绪。

邓小平还特别重视联系群众的“工作艺

术”，认为“干部学习工作艺术很重要”。他

专门解释说：“什么是工作艺术？工作艺术

就是要善于联系群众、发动群众并依靠群

众；善于同敌人作斗争，特别要善于对付那

些狡猾的敌人；善于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

人、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去反对主要的敌

人。”[1](p.222)邓小平提出，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

策略：“分化孤立敌人是我们的策略。团结

大多数人以及团结大多数人的步骤方法，也

都是我们的策略。”[1](pp.117-118)

三、“充分地运用各界人民代表

会议及其协商委员会”

在西南工作期间，邓小平反复强调要充分

运用人民代表会议和协商来联系群众和解决

问题。开好人民代表会议，可以使各种情况更

容易了解，各种意见更容易集中；开好协商会

议，通过协商的办法来解决问题，“是少出乱子

的一个重要方法”。[1](p.221)

做好工作，就要集中意见。邓小平认为，

如果没有集中，也就谈不上民主。那么，通过

什么方式来集中呢？邓小平指出，首先要通

过党的领导，才能集中各方面各部门的意见。

比如，在怎样管理好城市的问题上，邓小平指

出：“城市问题复杂，多有时间性，而且往往一

个问题牵涉许多部门，所以要求城市工作具

有很大的集中性，要统一到市委的领导下去

进行。”“凡是涉及几个部门的事情，必须召集

在一块，商定方针步骤，一致执行；重大一点

的问题必须组织一个专门小组或委员会，指

定主要负责的人员，以专责守。经验证明，这

种方法是好的。”[1](p.297)

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需要广泛征求

各种意见，更大范围集中全体人民的智慧。

这就需要运用好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及其协商

委员会。

邓小平特别注重通过各界人民代表大会

的办法集中全体人民意见。新中国与旧中国

的最大区别就是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

新中国政权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邓小平

认为，我们党的工作方法就应该根据这一特

点展开。为此，他提出：“我们到西南后的主

要工作方法，是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农民

代表会议。”[3](p.77)开好了这些会议，就能避免工

作中出乱子。他认为：“应该充分地运用各界

人民代表会议及其协商委员会，使各种情况

更容易了解，各种意见更容易集中，这是少出

乱子的一个重要方法。”[1](p.221)他还多次强调：

“统一战线方法很多，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

基本形式，也是我们团结大多数人的基本形

式，不能看作是无足轻重的问题。”[1](p.115)“团结

的最好形式，就是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

代表大会。”[1](p.85)“我们可以用各界人民代表会

议的形式来联系群众，进行统战工作。凡使

用这一方法的地方，都收到了很大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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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1](p.9)“任何时候都要充分运用召开各界人

民代表会议的方法。”[1](p.211)

邓小平还特别注意统一战线工作，认为统

一战线的本质就是团结最大多数的群众。他

指出：“统一战线是马列主义战略策略原则的

具体运用，它的本质就是团结大多数，孤立敌

人。”[1](p.167)他还通过总结西南一些地方的工作

经验指出：“凡能开展统一战线团结了一些开

明士绅的，都易于克服困难减少障碍。凡不重

视统一战线而孤军作战的，都是一筹莫展困难

重重”。[1](p.109)“没有统一战线工作，任何一件事

情都是办不好的。”[1](p.349)

对于如何开好人民代表会议和协商会

议，邓小平强调，以谦逊诚恳的态度与各界群

众相处极为重要。他明确指出：“人民代表会

议和协商委员会的工作能否做好，关键之一

是共产党员要善于以谦逊诚恳的态度与党外

人士共事，这是值得共产党员注意的。”[1](p.85)

“只要我们善于与各界人士共事，善于运用各

界人民代表会议，善于团结人民，所有的困难

是可以克服的。”[1](p.127)邓小平认为，谦逊诚恳

的态度是我们党为人民服务的前提，领导干

部在工作中要心中有人民，要以谦逊朴实的

态度来为人民服务。

在我们党夺取全国政权之初，一些党员干

部产生了骄傲自满的情绪，认为“天下”是我们

打下的，别人就一定要服从我们。这种情况在

西南的党员干部中也存在。邓小平多次批评

这种错误思想，指出：共产党员在工作中体现

党的领导首先要坚决执行共同纲领和人民政

府法令，其次要善于团结党外人士实现共同纲

领和执行法令。“一个共产党员如果不熟悉共

同纲领和政府法令，不懂得运用这些武器去团

结和教育人民同敌人作斗争，那么不仅说不上

什么领导，而且还会做出违反共同纲领和政策

的事情，做出违法乱纪的事情，使自己完全居

于无理和被动的地位。”[1](p.168)针对“党外人士把

共同纲领背得烂熟，在讨论工作和政策时，能

够引经据典，充分说理。而我们的一些共产党

员却瞠目不知所对，有的甚至最后拿出蛮不讲

理的本事来”的情况，邓小平狠狠批评，毫不客

气地说：“试问，这还说得上领导吗？”他要求领

导干部“需要具有纯正的作风，就是要有不怕

麻烦、谦逊朴素和实事求是的作风，要有一心

一意为人民服务、不计其他的工作态度。”[1](p.168)

针对相关问题，邓小平严肃批评道：“有些同志

以为天下是我们打下的，一切要服从我们。这

是非常错误的。实际上群众不一定会服从你。

领导不是自封的，要看群众承认不承认，批准

不批准。领导作风恶劣，群众就不会服从；领

导犯了错误，群众就不批准。”“群众不跟你走，

你就一事无成。”[1](p.169)

怎样才能避免犯错误，避免脱离群众呢？

对此，邓小平反复强调：“作为一个共产党员，

应该做到谦虚谨慎，不要‘吹’。”[1](p.52)“我们每一

句话都要踏踏实实，懂得十分只能说五六分，

不要怕人家说你不懂，因为人家会看得出来

的。”“毛主席说，老实这是主动。切不要不知

以为知。你不懂，但只要你善于团结、争取，还

可以虚心学习；反之，你吹，结果牛皮吹破了，

群众就要脱离你。要领导就要老老实实，这样

人家才佩服你。”“共产党员就要老实，这是毛

主席教育我们的。不这样就要处于被动。”[1](p.53)

“我们的工作态度是实事求是，老老实实。我

们做政治工作，经济工作，文化工作，都应该采

取这种态度。”[1](p.202)

四、“更重要的还要有智慧，

有策略，有方法”

西南地区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也是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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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人口最多最集中的地区。面对复杂

的局面，有些干部仍采取一些简单化的做法，

甚至只凭热情和勇敢办事。对此，邓小平冷静

提醒道：在工作中“我们不仅要坚定勇敢，更重

要的还要有智慧，有策略，有方法”。[1](p.65)

在复杂的工作局面和多头绪的工作任务

面前，邓小平始终要求干部们要分清轻重缓

急，遵循毛主席和党中央提出的“慎重稳进”

工作方针。无论是城市工作还是农村工作，

邓小平都强调：“我们必须懂得这一条，在策

略的运用上切忌树敌过多。”[1](p.5)“必须区别什

么是主动什么是被动，什么是轻什么是重，什

么是暂时的利益和什么是长远的利益。”[1](p.53)

比如，在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的初期，考虑

到不具备同时进行剿匪、反霸的条件会使封

建势力勾结起来与我们为敌，邓小平提出：

“我们在策略上，第一步打击的对象，只能是

那些明目张胆拿起武器反对我们和坚决抵抗

政府法令、破坏经济建设的首要分子。”“农村

斗争的策略，在任何时候都要注意把打击面

缩得很小，树敌要少。”[1](pp.94-95)

对于开展各种运动，进行各项工作，邓小

平还要求要学会抓住主要矛盾，有重点、有步

骤地进行。他强调：“我们不应该把一切问题

都放在一个运动来解决，以免模糊了运动的主

要方向和打击的主要对象。”[1](p.210)为使运动有

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避免出现混乱，

邓小平提出：“各地党委应根据本区情况，规定

运动的范围，约束运动的内容，颁布运动的实

施细则。在运动过程中，如果发现哪一个地区

发生了严重偏向，则应坚决加以停止，重新检

讨和训练干部，然后再继续进行下去。不可听

之任之，以致走到难以收拾的地步。”[1](p.211)他通

过总结党的整风经验，提醒道：“凡能集中解决

主要问题的成绩都好；凡属没有中心，什么问

题都企图解决的成绩都差。”[1](p.239)

应对复杂局面，邓小平一方面强调要用

行动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强调要学会“用道理

说服人”。[1](p.117)新中国成立初期，大批军队干

部转到地方做领导工作，从“拿枪杆”到“拿笔

杆”，这是做领导工作的一个很大的转变；如

果只会用枪杆子的办法解决问题，是不能够

服人的，政权也不能够长久。如何拿好笔杆

尤其是如何利用好舆论宣传工具，以统一干

部思想和教育群众，更好地实现党的领导，完

成各项繁重的工作任务，这在当时西南地区

的工作中也凸现出来。对此，邓小平特别强

调，领导干部要知道“笔杆子”的作用和分量，

各级党委都要重视宣传工作。为此，他提出

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即“宣传工作就是一切革

命工作的粮草”。 [1](p.319)他还说：“拿笔杆是实

行领导的主要方法。领导同志要学会拿笔

杆。”[1](p.151)他还指出：“拿笔杆”有多种，包括

党和政府写决议、指示、计划，发电报，还有写

文章、出报刊、办广播、印小册子等等。怎么

“拿”？针对有人提出“‘笔杆子’太重，不会

写”的现实难题，邓小平明确回答：“要同各地

区领导同志谈通，说明拿笔杆子的重要、新闻

工作的重要，不懂得用笔杆子，这个领导本身

就是很有缺陷的。”他要求领导干部必须自己

克服这个缺陷，“首先还是要领导同志亲自

写”。 [1](p.152)为此，邓小平亲自带头“拿笔杆”：

包括西南局给党中央和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报

告，大都出自他本人之手；他本人作的报告自

己起草，不用别人代劳；他身体力行，亲自为

党报撰写文章和改写新闻稿。另外，他还多

次提倡各级领导要为党报写文章。

对于如何利用写文章和作报告搞好宣传

工作，邓小平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

写文章不一定面面俱到，那样会将很多东西平

列，弄得很长；好的宣传鼓动材料，必然是短小

精悍，这样才能切中要害；宣传工作要反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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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很多很复杂，“选择什么重点出击，如何才

能打中要害，这就是宣传部要掌握和研究的”；

“领导不一定都要作大报告，只要每次能解决

一个问题也好，这样才不会脱离群众”；等等。

他甚至提出：“要能够用道理说服人，这才算是

共产党。”[1](p.117)

五、反对那些“脱离群众”

“令人讨厌”的作风

新中国成立后，在一些干部中间特别是一

些领导干部中逐渐产生了一系列脱离群众的

思想倾向和工作作风，邓小平坚决反对并不断

纠正这些“令人讨厌”的倾向和作风。

一是过不好“胜利关”，懈怠享福、居功自

傲的思想倾向。有人认为，“江山”打下来以

后，就可以坐等享受了。这种思想倾向对革命

工作和新中国建设极为有害。为此，邓小平告

诫西南局的干部，进城后一定要万分警惕李自

成入北京后的享乐思想，李自成的失败就是前

车之鉴。邓小平时刻提醒干部们要过好“胜利

关”。他说：“在我们的队伍里面又有些人看不

见敌人了，以为我们的事办完了，对以美帝国

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营垒看不见了，国民党的

残余看不见了，地主阶级也看不见了，他们认

为战争打了这么多年，应该休息了。甚至有些

革命多年的干部，也产生了腐朽蜕化的思想，

做出了一些不利于革命的事情。他们居功自

大，骄傲横蛮，脱离群众，只图享乐，尽兴地发

展个人主义，漠视革命队伍的严肃性和纪律

性，闹男女关系，少做工作，甚至不做工作。他

们用这些思想和行为来腐蚀我们的革命队伍。

这是我们要过的胜利关。”[1](p.233)在如何过好“胜

利关”问题上，邓小平明确提出：“一个胜利了

的党对于党员的要求应该更严格些。”[1](p.240)他

认为，我们虽然胜利了，但我们的生活标准必

须从实际出发，不能有蜕化腐朽的思想。邓小

平强调：“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要把工作放在第

一位，不应当计较享受。要弄清楚，我们的生

活不能脱离社会生活水准。”[1](p.170)在谈到节省

西南财政开支问题的重要性时，邓小平甚至把

只图享福提到是否能保住革命胜利成果的高

度，指出：“现在我们不是享福的时候。目前我

们有两条路，一条是苦，另一条是垮。如果要

享福就得垮，二者只能取其一。”[1](p.113)

二是摆老资格、架子大、说话生硬的倾

向。西南局当时还存在一种危险的苗头：一

些党员干部老是拿共产党员的牌子和革命多

少年的资格去压别人，硬要党外人士服从自

己；说话态度生硬，架子摆得很大，以为这就

是当“领导”的派头。邓小平指出，其实这种

人只能“令人讨厌”，“脱离群众”，使自己陷于

孤立和困难的地步。[1](p.169)为此，他表扬了“另

外一种人”，即“虽然本事不大，但是能够同党

外人士虚心合作，遇事共同商议，共同决定，

工作勤勤恳恳，结果事情办得很好，也得到人

家的尊重”。 [1](p.169)他指出：“正确的主张必须

与良好的工作方法结合起来，才能实现。如

果我们既坚持共同纲领，又态度坦白诚恳和具

有说服力，这样就是批评别人，别人也愿意接

受，这才算是好的领导。”[1](p.169)

三是形式主义、文牍主义、官僚主义的倾

向。邓小平发现，各部门各地方在中央下发有

关文件和条例后，不从实际出发，纷纷照搬照

抄下发相应文件。1950 年 11 月，邓小平针对

西南局将要下发一个条例一事，明确指出：“除

个别具体问题处，并没有其他新的问题，故无

另发一条例之必要。”他提醒西南局的干部：

“下面深感文件太多的痛苦，我们应加注

意。”[1](p.268)1951 年 11 月，他又针对一些会议报

告和专刊太多太长一事，提醒西南局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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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报告太多太长，并非好事！”“各种会议都

出专刊，往往过于形式主义，实际上看的人很

少，花费很多。而且现在各种专业会议很多，

专刊很多，下面同志必感头疼”。[1](p.377)邓小平

还交代：我的报告也“不必登载”。[1](p.377)他特别

反对那些搞“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的做法，强

调指出：“检查我们党和党员的工作，不能只以

‘努力’二字衡量。努力，表示想把事情办好，

这是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起码品质，但是最

主要的还是看努力的结果。有两种努力：一

种是执行了政策，联系了群众，做好了工作，

完成了任务；另一种是工作看起来忙得很，但

是实行的是命令主义，违反了政策，脱离了群

众，完成不了任务，损害了党的信誉。我们要

区别这两种努力，提倡正确的努力，不赞成那

种不正确的努力。党内犯官僚主义错误的同

志，有些也是很努力的，所以有个新名词叫

‘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1](p.164)邓小平始终认

为，我们党要做好工作，一要靠政策好，二要

方法正确。他说：“努力加上方法正确，才能

完成任务。这里面包括政策与作风两个问

题，而总的是联系群众的问题。”“方法好人少

也可以解决问题，方法不好干部多，还是解决

不了问题。”[1](p.321)

四是急躁冒进、工作粗糙的倾向。自从人

民当家做主后，党内外各界建设新中国的热情

空前高涨。但同时也存在另一方面的苗头，即

容易急躁，工作粗糙。面对复杂的环境，邓小平

特别提醒大家，工作不能急躁也不能粗糙。他

说：我们的工作“必须做得更加仔细一些，宁肯

做得少一些，不可使之粗糙”。[1](p.421)以当时西南

地区民族问题为例，邓小平更加强调“绝不能

急”的道理，“要采取非常稳当的态度”，“不能患

急性病，来一点‘慢性病’没有关系。‘慢性病’不

会犯错误”。[1](p.197)他还说：“民族工作一定要慎

重，不然好的意思会变成坏的结果。”“在决定方

针步骤时，一定要慎重，防止急躁。”他提出，政

治的也好，经济的也好，文化的也好，“所有这一

切工作，都要掌握一个原则，就是要同少数民族

商量”。[1](p.201)为搞好工作，他提醒广大干部：少

数民族赞成的我们就做，赞成一部分就做一部

分，赞成大部分就做大部分，全部赞成就全部

做。一定要他们赞成，要大多数人特别是上层

人士赞成。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地改革工

作，邓小平还特别交待：在少数民族地区不急于

搞土地改革，要根据少数民族地区大多数人的

要求，“不是我们从外面给他们做决定，而是由

他们自己做决定”。[1](p.202)总之，民族工作必须从

各个民族的实际出发，着眼于各民族的特殊性，

不能脱离实际，急于求成。

邓小平的这些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对我

们党领导西南地区工作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

用，并得到了党中央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认可，

是我们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工作

方法的具体体现，是长期实践的经验总结，也

是应对复杂工作局面的现实需要。历史已过

去 70 多年，但这些重要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

法对于我们当下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推动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具有重要的启示意

义，特别是对广大干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

推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长远指导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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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understanding of ““Integrating Marxism with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It is very important to recognize and understand the 
integration of the basic tenets of Marxism and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We should understand the profound significance of the integration 
from the height of localizing Marxism, namely Marxism must be sinicized in a certain national form; we should understand the signific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engthening the founda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namely we must establish firm cultural confidence in order to 
build a socialist power. The explicit proposal of integrating Marxism with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does not mean that we did not combine 
them in the past. We must be cautious enough to prevent cultural retroism, boundary blurring, and the weakening of Marxist guidance, clearly 
understand the necessity and importance of promoting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effectively stifle the infiltration of cultural retroism and the fallacy of Confucianized socialism, in order to better pass on and carry forward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more effectively and accurately adhere to integrating the basic tenets of Marxism and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Ren Da-kui, Chen Zhao-yang)
Tightening Political Activities Within the CPC in the New Era: Practical Exploration and Basic Experience：：Since the new era, the CPC, 
based on the important changes in conditions, tasks, and the intra-party situation, has given prominence to tightening political activities within the 
Party and strictly enforced the Party’s political discipline and political rules. This reflects the basic requirements of the CPC to break out of the 
historical cycle, cope with the great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and promote comprehensive and strict party governance. The CPC has effectively 
improved the quality of the intra-party political activities and continued to purify its internal political ecology by strengthening its ideals and 
convictions as the primary task, strictly enforcing party discipline, especially political discipline and political rules, as the fundamental focus, and 
building intra-party institutions a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In the practice of tightening political activities within the Party in the new era, 
important experience has been formed, such as focusing on the “key minority”, promoting internal supervision and mass supervision, connecting 
party discipline and national law, and combining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which provide reference for further strengthening and regulating 
political activities within the Party. (Wang Chang-jiang)
On Spiritual Shaping and Cultural Mission: A Perspective from Two Speeches at the Symposiums on the Arts：：Mao Ze-dong’s Speech at the 
Yan’an Forum on Literature and Art and Xi Jin-ping’s Speech at the Symposium on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 share the same basic stance and 
theme, despite their different contexts. The root causes of all the problem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ry and artistic circles can be correctly 
comprehended through the essence of these two speeches: first, they are trapped in metaphysical thinking; second, they are confined to the fallacious 

“philosophy of struggle”; and third, they dodge the “ultimate goal”. Without the prosperity of Chinese culture, there will be no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Remodeling the Chinese spirit in the new era constitutes the mission and goal of contemporary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 In this 
regard, reviewing the essence of the two speeches at the symposiums on the arts is of great help not only for recognizing the epochal and national 
nature of the Chinese spirit, but also for solving the current predicament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development. (Xue Guang-zhou)
The Social Roots of Public Moral Misconduct：：Social positive energy has emerged in large quantities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as the Party united and led the people to greatly improve public morality. However, we should note at the same time that the phenomenon of 
public morality misconduct, far from being eradicated, still occurs from time to time and manifests itself in many aspects. In this regard, it is 
necessary to analyze in depth the social roots of public moral misconduct from a materialistic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d correctly understand and 
respond to the phenomenon; we should further promote education in patriotism, collectivism, and socialism, carry forward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herit the revolutionary culture, and develop the advanced socialist culture. We should also strengthen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promote 
the practice of public morality, and explore effective ways to manage public moral misconduct, so as to gather more active spiritual strength for 
advancing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Chinese modernization. (Hu Dong-yan)
The Subject Connotation of Model Worker Spirit and Its Extension in the New Era：：The model worker spirit is a great spirit formed through the 
CPC’s uniting and leading the masses in the glorious course of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To accurately grasp the essence of the spirit of 
model workers, it is necessary to answer the questions such as for whom the model workers “dedicate themselves to job and strive for the first-class”, 
why they “struggle hard and have the courage to innovate”, and how they become “indifferent to fame and wealth and willing to dedicate”. The model 
worker spirit inherits and transcends the simple virtue of diligence among ancient Chinese laborers, and embodies the dedication and struggle of 
modern working-class people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It replaces primitive alienated labor with labor discipline under socialist conditions, 
and annotates the Chinese modernization with group collaboration. The extension of model workers in practice has blurred the boundary between the 
model worker spirit and capital ethics to a certain extent, reflecting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that between principle 
and strategy. Recognizing the inevitable trend of labor liberation and grasping the historical initiative within interim limits is the essence of 
promoting the spirit of model workers in the new era. (Tang Meng-xin)
Deng Xiao-ping’’ Prominent Leading and Working Methods During His Administration in Southwest China：：In the face of the extremely 
complicated situation during his administration in Southwest China, Deng Xiao-ping put forward and applied a series of important leading and 
working methods: first, he regarded the question of whom to rely on as “a fundamental ideological issue” of the CPC’s administration, and put 
forward the viewpoints and methods of largely relying on the working class and consolidating the foundation of farmers; secondly, he took the 
mass line as the only correct way to do a good job and focused on solving problems such as bureaucracy, commandism and closed-door doctrine; 
thirdly, he pooled the wisdom of all the people by making full use of the people’s congresses and consultation methods to reach out to the masses 
and solve problems; fourthly, he emphasized that work could not be done only with enthusiasm and bravery, but also with wisdom, tactics and 
methods as well as through seizing the main contradictions and persuading people with reason; and fifthly, he resolutely opposed a series of styles 
that were detached from the masses. Deng Xiao-ping’s leading and working methods, the concrete embodiment of the CPC’s ideological line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and the mass line, provide important inspiration and reference for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strong nation and the 
great cause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at present. (Yan Jian-qi, Yang Ming-wei)
Deng Xiao-ping’’s Thoughts on Safeguarding the Authority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Its and Centralized and Unified 
Leadership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As the core of the Party’s second-generation central leadership, Deng Xiao-ping constatnly 
emphasized safeguarding the authority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its centralized and unified leadership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building the Party into a core leading power which led the cause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during the new period of reform, opening up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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